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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已制定一系列老年教育政策，但政策执行的困境使得老年教育发展仍很缓慢。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呈现出明显网状结构，从政策网络理论入手，可为分析和破解其执行困境提供参考。从构成主体上看，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主要包括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策社群、以专家学者和行业组织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以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府际网络、由资源提供者构成的生产者网络以及成员复杂松散的议题网络，各类网络间的互动影响着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成效。以此来看，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体现为：生产者网络多样性缺失，老年教育资源配置效能较低；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权责不明确，协作与冲突并存；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话语权较弱，参与度不高。因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破解之策：一是从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入手，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二是明确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的权责分工，加强对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三是通过对多类型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提升老年教育政策执行成效；四是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保障公众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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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全世界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2.54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8.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20），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新华网，2018）。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我国提出了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口中潜在的人力资源，激发老年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不断为家庭和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董香君，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面对“未富先老”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老年教育的政策文件。例如，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以扩大老年教育供给为重点，以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为关键，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为目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发展格局”（国务院办公厅，2016）。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再次强调，要“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新华社，2019）。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推动了老年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虽然已初步建立起了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居村委（社区）五级老年教育网络格局，但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年教育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马丽华等，2018a）。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7.6万所老年学校，有1300万学员参加学习（包括远程教育老龄学员），仅占当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5%（人民网，2019），我国老年教育“排队报名”“一座难求”的现象还十分突出。为何在一系列老年教育政策的扶持下，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仍很缓慢，当前学界从教育学视角对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之策的宏观分析较多，但对老年教育政策形成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关注不足，极少注意到政策执行成效已经成为影响老年教育政策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之一（陈原，2016）。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老年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远远超出了教育客观事实本身，呈现出现象背后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冲突（傅蕾等，2018），其执行受制于教育领域以外其他行为主体的意愿水平、资源配置、联盟结构与互动关系等因素，很容易出现政策执行的短暂性、随意性、粗糙性和变通性（吴结，2020）。事实上，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网状结构，拥有资源的各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基础上形成了政策网络，其结构和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着政策执行效果。因此，本文尝试从政策网络理论入手，在分析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各行为主体基于资源的相互依赖和利益博弈基础上，阐述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关系和政策执行困境，以期寻找破解之策。
二、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1.政策网络理论的缘起
在传统的政策研究领域，有两种广为使用的方法：一是单纯依靠科层管理理论来明确国家与社会边界以及资源分配，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整体主义特点；二是依靠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个体和组织在公共政策运用中的功能和行为，呈现出“自下而上”的个体主义特点。但这两种线性政策分析模式无法解释多个行为主体在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互动本质，也无法很好地解释政策达成效果。为了弥合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间的裂痕，打破线性政策研究的阶段模式，20世纪70年代，根植于组织间关系理论、次系统和议题网络理论的政策网络理论逐渐在美国兴起，后经过英国、德国、荷兰等公共政策学家的修正而不断成熟。在当今社会价值多元、时空边界扩展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背景下，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整体主义和“自下而上”个体主义的线性政策分析模式，政策网络理论认为把治理理论引入政策科学，构建一种分析行为主体及其复杂关系的新型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Hansen，1997），并把政策运行过程视为各行为主体博弈互动导致的自身网络结构变动，能够更好地促进政策执行效果。该理论作为一种对公共政策重新概念化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政策科学研究的维度和范式，逐渐成为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政策分析工具（Kenis et al.，1991）。
政策网络理论的代表人物马什（Marsh）和罗茨（Rhodes）综合多元主义理论和合作主义理论，在汲取政策网络各学派的基本理念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理论化，使政策网络从概念转变为分析政策运行的理论模式。他们把“政策网络”定义为“国家和社会各参与行为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基于资源依赖结成的组织集群”（Marsh et al.，1992）。根据这一定义和学界关于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成果，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行为主体多元化和异质性。政策网络是相对开放的，政策网络中各行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除政府以外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高等院校、个体等行为主体（衣华亮等，2017）。二是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主要包括资源的依赖、利益诉求与政策合法化的需要，各行为主体必须经过资源交换和持续互动，在基于政策利益多赢的基础上完成某项政策活动（Forrest，2003）。三是关系联结的复杂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行为主体之间地位的平衡性、行为主体之间关系连结的时间长短和强弱度会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体到底应该采取合作、对抗还是不作为策略，从而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Dowding，1995）。
2.政策网络的类型及其运行逻辑
马什和罗茨根据政策网络成员的限制性、稳定性、彼此之间的整合程度和成员之间的分配特点等因素，按照整合程度由高到低将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其网络特征见表1。
表1　政策网络类型及其特征（Marsh et a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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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传统治理理论而言，政策网络理论抓住了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价值、信息和利益等核心要素，把分析层次落脚于中观层面，强调网络结构与政策执行间的因果关系，把资源交换作为网络关系建构的基础，把相互依赖作为行为主体实现目标的手段，把互惠共赢作为价值判断，把互动交际作为主要协调方式，使政策执行过程更贴合客观环境实际，进而凸显出政策网络理论的独特优势。
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运行逻辑来看，政策网络结构的“封闭—开放”程度和各行为主体在网络中的“强—弱”和“中心—边缘”程度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果。具体而言，各行为主体在一定的政策网状结构基础上交换信息和资源，通过谈判、妥协与博弈协调目标和利益，从而决定是选择合作、抵抗或者不作为的策略，以此揭示公共政策执行的全过程。
3.政策网络理论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的适用性
老年教育是指一切旨在提高老年人思想素质、身心健康和知识技能的教育活动，它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终身教育的最终阶段（熊必俊等，1989），兼具福利范畴和教育范畴的双重属性（吴思孝，2019）。老年教育政策作为在一定时期内推进老年教育工作的主要依据，是一项涉及纵向央地协同、横向府际互动、跨领域多层次合作的综合性政策议题，涉及行为主体多、范围广，政策调适空间大。政策执行中的各行为主体为了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首先，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包含公共部门、私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类行为主体，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呈现出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央地之间、府际之间由于领导层级和业务关系存在职责交叉；私人部门从事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必须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等。其次，各行为主体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交换资源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政府拥有权力资源和信息资源，设立准入门槛，制定游戏规则；私营企业在老年教育产品供给中筹措资金，以此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等。最后，各行为主体在政策网络规则约束下，通过博弈互动来确定自己的应对策略（合作、对抗或不作为），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会在没有强制目标考核的前提下对老年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私人部门在政府“激励相容”的政策鼓励下积极参与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双赢等。可见，政策网络理论为我们分析老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其科学运用可以透视各行为主体采取不同策略的动机和原因，进而检视政策执行困境，及时纠正政策执行偏差。
三、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关系及执行困境分析
1.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的构成主体和关系特征
分析政策网络特征和构成要件是研究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前提和基础。结合马什和罗茨的政策网络理论模型，根据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各行为主体的结构属性、行为方式和价值目标，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的构成主体主要包括：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策社群。中央政府基于中国国情，从顶层设计角度制定我国老年教育政策，在政策网络中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高度权威性。老年教育政策社群成员数量较少且进入门槛较高，包括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和老龄委等，其网络成员彼此互动稳定，在政策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
以专家学者和行业组织为核心的专业网络。成员主要包括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包括从事老年教育研究的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为老年教育代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能够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为主体，他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特殊话语权，就老年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向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以便及时完善老年教育政策内容和修正政策执行方式。
以地方政府和政府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府际网络。府际网络在整个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是决定政策执行成效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和宏观政策，进一步细化政策，并具体负责实施。因此，各地方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执行中所持的价值、立场和执行力度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效果。
以资源提供者为主的生产者网络。生产者网络是把老年教育政策转化为具体产品的提供者，提供老年教育的场地、设备、课程资源等硬软件设施以及资金等，其成员主要有社区老年工作站、老年大学、企业等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生产者网络是老年教育资源的直接提供者，直接关系到老年教育的质量。
成员复杂松散的议题网络。成员主要包括公众、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工作者、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行为主体。相比而言，议题网络成员复杂，数量庞大，互动频率较低，结构较为松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行为主体参与度参差不齐，彼此之间并没有垂直依赖关系，只存在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关系，很难形成统一的利益表达机制。因此，只有保证议题网络稳定，增强成员间的互动频率，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才能推动政策执行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政策执行的效果。
在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中，根据各行为主体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进行角色定位，以多元行为主体利益博弈为逻辑分析基点，从网络环境支持、资源相互依赖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关系等维度进行甄别，便可形成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互动网络关系（见图1）。具体来看，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国内外形势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作为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导者，负责制定方向正确、目标合理、措施具体可行的“理想化”老年教育政策，同时负责组织实施、监督老年教育政策的整个执行过程。生产者网络和专业网络在政策激励和规制约束下根据议题网络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提供精细化、多样性的老年教育产品，保证其供给的可及性和满意度。议题网络通过参与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时反馈意见和建议，推动政府不断修正完善老年教育政策。各行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密切互动构成了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网络，共同影响着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成效和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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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互动网络关系

2.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分析
（1）生产者网络多样性缺失，老年教育资源配置效能较低
政策网络结构的“开放—封闭”程度关系到各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决定着资源配置效能。从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结构来看，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掌握着绝对主导权，具有较强的科层管理特征，其网络结构边界较为封闭，开放程度有限。政策网络边界开放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除政府以外其他行为主体进入网络的程度，二是各行为主体在网络中话语权的对等程度。考察老年教育市场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国老年教育主要沿用的是政府主导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和供给体制（饶丽等，2019），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主要靠政府提供，多样性和精准度都有待提高。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台政策，提出通过委托代理、公私伙伴关系等市场手段提高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但没有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具体实施办法（倪闽景，2018），加之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控制着利益诉求渠道和政策运行规则，处于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属于政策网络中的强势方。这使得政策社群、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之间地位不对等，导致其他诸如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行为主体基于利益的考量进入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的意愿较低，看似开放的政策网络边界实则比较封闭。
封闭的政策网络结构边界使得生产者网络的成员数量有限，这导致老年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老年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难以发挥资源相互依赖的协同效应，进而影响老年教育政策执行效能。例如，作为在基础设施、课程资源、教学师资、学科布局、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举办老年教育独特优势的普通高校，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基本不愿意涉足老年教育。截至2016年，我国有2500多所普通高校，而举办老年大学或承担老年教育任务的仅100多所，绝大多数高校的资源并未面向老年群体开放（新京报，2019）。事实上，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作为举办老年教育的重要主体，可以极大缓解政府举办老年教育的财政压力。然而，尽管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老年教育，但由于老年教育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投资回报率低，加之长期以来老年教育游离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缺少相应的激励措施，使得社会组织及民间机构服务于老年教育的意识和理念缺失（丁红玲等，2018），投资举办老年教育的意愿较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年教育的实施主要依靠各级政府，举办主体多为各级政府成立的老年大学、社区大学等机构。由于各级政府困于财政压力、科层管理体制弊端等不利因素，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多样性缺失，无法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影响了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获得感。此外，现有老年教育相关制度多属规划纲要、实施意见、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在国家层面还缺乏针对老年教育的专门立法，致使老年教育的实施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吴遵民等，2019），从而导致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乏力，优质老年教育更无从谈起。
（2）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权责不明确，协作与冲突并存
一方面，在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结构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政策的执行效果主要取决于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之间的博弈互动，即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我国有2.54亿老年人口，他们能否便利地接受老年教育，事关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在坚持政治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前提下，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老年教育政策文件，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不断提高老年人口素质。然而，地方政府作为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主体，在“经济理性”的影响下，既要同中央政府的政策部署保持一致，又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老年教育相比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而言不属于我国教育体系的主业，跟地方经济发展关系不大，不属于上级政府考核的主要业绩范围，故在推动老年教育工作时，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重部署而轻落实，影响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饶丽等，2019）。此外，政策的操作性不强也导致地方政府无所适从。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的宏观性和原则性较强，但精细化程度不够，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保障等方面没有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更没有制定量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监督考核机制，无法在老年教育实践中起到切实有效的支撑，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摇摆不定。
另一方面，我国老年教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从老年教育的办学主体来看，主要有民政部门牵头的老年大学、教育部门牵头的老年大学（社区大学）、老干部门牵头的老干部学校、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牵头的老年活动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彼此相互独立，重复建设多，沟通协作少，在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上十分欠缺（程仙平，2019；丁倩梅等，2019），造成了老年教育的资源浪费和运行效率低下。此外，对老年教育的管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缺少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在具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府际之间管理主体不明、权责划分不清，进而导致推诿搪塞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多头管理也会导致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不足，存在宏观站位和战略布局上的缺陷，进而影响老年教育的深化发展（苟荣津等，2018）。
（3）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行为主体话语权较弱，参与度不高
在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结构中，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具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而议题网络和专业网络在互动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网络的参与度有限。专业网络通过专家座谈会、两会提案、内参报告、专业文章等渠道为老年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决策建议，是政府的“重要智囊”，但由于其参与主体分散，很难对最终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近年来，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呼吁出台老年教育配套政策，把老年教育纳入基本共服务范畴（倪闽景，2018；李珺等2019；丁晓华，2020），但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权威支持，导致建议建言“吸纳不足”。二是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互动不深。由于议题网络专业知识不足，又缺乏与专业网络间的有效互动，导致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难以通过新闻媒体反馈给政府部门。三是议题网络的参与度不高。事实上，议题网络主体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公众，他们是老年教育政策执行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其受益程度直接决定着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对此最有发言权，然而其参与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却不高。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老年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观认为老年教育就是消遣娱乐，对老年教育在提升生活品质、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功能认识不足，认为老年教育就是老年人打发时间的休闲方式，对社会的贡献价值不大（郑新等，2018）。二是我国老年教育的供给还不够平衡和多样化。老年教育在区域、城乡、群体供给上的不平衡，以及难以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马丽华等，2018b；王颖等，2019），导致老年人的体验感较差，降低了其参与意愿。
四、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的破解之策
1.从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入手，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
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质是公共部门、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众等行为主体间的互动，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越高，拥有不同资源的行为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互动就越频繁，政策执行成效就越明显。在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需要除政府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合作发挥协同效应，共同提供方便可及、群众满意的老年教育产品。因此，要破解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就需要创新老年教育发展机制，从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入手，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具体而言，政府要加大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通过委托代理、项目合作等方式购买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在重组资源的同时实现成本分担，这既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教育产品有效供给，提升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
构建面向老年教育的协同治理机制，就是要让各行为主体在公开、平等、理性对话基础上不断加深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通过博弈互动实现利益协调。而要提升老年教育协同治理的整体绩效，就必须抓住目标、利益和信息三个核心要素。一是统一政策目标。目标是公共政策的“硬核”，也是政策执行的先导。在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结构中，目标的明确有利于调动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协同效能的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目标达成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协同方式会发生偏向和异化，这就需要处于政策网络中心的政府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适当的行政干预，在管制和放权中找到平衡点，通过评估考核、制约监管等制度供给将各行为主体拉回到既定的政策目标上来。二是弥合利益冲突。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作为政府而言，向老年群体提供老年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是其职责，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而其他行为主体则更注重个体利益，各个行为主体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张力和冲突。为了弥合利益冲突，就需要通过创建交流平台、公开理性对话、听取意见建议、出台激励相容政策来保证各方利益，从而实现价值共赢。三是加强信息沟通。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有效沟通是保证老年教育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难以做到高效协同。在构建面向老年教育协同治理机制时，有必要建立用于发布老年教育相关信息的平台，满足各行为主体在诉求表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需要。
2.明确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的权责分工，加强对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在我国的老年教育政策网络中，政府处于网络的中心，起着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制约监督的作用。“以上率下、上下联动”是我国政策运行的独特优势，因此，要进一步明确央地之间、府际之间的权责，充分发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模式，构建政策执行“一盘棋”格局。一是要改变老年教育管理“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复杂局面。当前，我国老年教育的举办主体涉及教育、民政、文化、老龄等多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各部门存在机械执行和变通执行现象，无法形成合力整体推进。因此，有必要构建权责明确、分工细致的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整体政府”的理念推进老年教育政策落实落地。二是要按照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把老年教育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民生任务和兜底工程进行定位，把老年教育纳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建议在即将制定的《“十四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将“普惠性老年教育”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重点任务，明确各级老年教育机构的分级分层地位，制定老年教育公共设施和教育资源的建设标准，在经费支持、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等方面予以政策保证（蒋文宁，2018），并将老年教育推进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同时细化老年教育政策举措，建立精细化的责任清单制度，逐项列出具体任务，以此明确央地之间、府际之间的权责分工。三是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设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增强各级政府对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的责任感和压力感，同时要借助外部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对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环节进行监督，确保政策落实落细。此外，国家要适时出台《终身教育法》或《成人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老年教育的性质地位、管理体制、发展规划、经费投入、评估监督等具体事项，制定老年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健全“履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的行政问责机制，完善多层次的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监控网络，防止政策执行变通走样。
3.通过对多类型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提升老年教育政策执行成效
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达成的重要载体，其科学运用至关重要（杨波，2019）。按照政府干预强度不同，从高到低依次为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强制性政策工具强调政府权威，以政府管制为主，政府干预最高；混合型政策工具既强调政府管制，同时又要调动市场因素，注重鼓励其他行为主体进入老年教育市场，并给予一定的自主权；自愿性政策工具政府干预最低，注重鼓励志愿组织、家庭、社区和个人自愿加入老年教育发展行列。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能够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参与举办老年教育的积极性，可以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使老年教育产品的供给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首先，老年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当将其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加以推动，同时要运用强制性政策工具，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指导监督等职能上发挥主导作用，为各类行为主体举办和参与老年教育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杨德广，2017）。其次，政府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应当注重对混合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政府购买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力度，把政府不擅长的交给市场，强化制度供给，通过市场竞争、合同外包、定向委托等方式，以及出台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激励性配套政策，鼓励私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等行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资金、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协同推进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程仙平等，2016）。最后，要充分发挥自愿性政策工具的作用，通过加大对老年教育社会价值的宣传，鼓励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志愿者参与老年教育，建立由志愿者组成的师资队伍和工作队伍。同时，应当鼓励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创立老年教育公益发展基金和捐资办学，为老年教育增添资金保障（王剑波等，2020）。此外，还应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动性，鼓励其组织开展自助教育和分享教育（于忠慧，2016）。通过强制性、混合型和自愿性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积极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在老年教育上的共治，以共赢思维解决利益博弈难题，进而提升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
4.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保障公众在老年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公众既是公共政策的提出者也是最终受益者，如果一项公共政策不能真实反映公众需求并使这种需求得到满足，那么在其执行过程中公众的接受度会大打折扣（周义程，2016）。因此，让公众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在此过程中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是保障老年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我国老年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精英参与”，公众参与的程度不深且效果不佳。显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忽视了议题网络行为主体特别是公众的参与，难以有效满足老年学习者的真实需要，导致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匹配失衡。因此，有必要构建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牵头，以专业网络为核心，以议题网络为基础，主体紧凑、利益均衡、信息对称的老年教育政策网络（王洛忠等，2016）。一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老年教育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专家发声、媒体正面报道等形式宣传老年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逐步摆脱老年教育“边缘化”困境，不断提高公众参与老年教育的意识。二是向关键群体寻计问策。运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关键公众接触法，政府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邀请从事老年教育的专家学者、城乡基层老年群体代表、老年教育举办方代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就老年教育政策执行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诊把脉，帮助政府及时修正政策执行偏差。三是开展面向民众的调查。政府可通过调查问卷、电话访谈和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大规模调查，收集公众关于老年教育政策的反馈信息，为老年教育相关决策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构建需求导向的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体系（谢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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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Network Theory
YANG Bo

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key constraint for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population. Although our country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is still slow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 of the policy.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elderly

education presents an obvious network structure. Starting from the policy network theor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nalyzing and solv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lem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body, the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network mainly includes the policy community domin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rofessional
network centered by the experts, scholars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 cente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ts competent departments, the producer network composed of the resource providers and

the complicated and loose issue network.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various networks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implementation dilemma of elderly

: the lack of divers

education policy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 ication of producer network and the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elderly education resou th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policy

community and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 and the coexiste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the weak voice and low

participation of professional network and issue network actors. Therefore, solutions can be sough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through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elderly education should be built. Secon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clarifying the divis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the policy community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 Thir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combined use of

should be

multiple types of policy tools should be improved. Fourth, the channels for expression of intere:
unblocked to ensure the public’ s right to participate and spea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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